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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屋顶分布式光伏发电具有分布广、 潜力大的特征。 为研究如何促进屋顶分布

式光伏发电增长, 本文整合了多主体代理模型和计划行为理论, 构建了屋顶分布式光伏采

纳及扩散仿真模型, 将 “反馈” 机制 “政府信息干预” “企业与代理人交互模块” 加入模

型, 更真实地刻画了光伏采纳决策及扩散过程, 并能更好捕捉到市场微观主体的动态变

化。 基于该模型, 以北京市为例模拟了屋顶分布式光伏发电在不同激励机制下的发展前

景。 研究表明: 本文所构建的模型可以有效刻画建筑代理人的决策行为及其对激励机制的

响应特征; 发现不同的激励机制, 如地方政府补贴、 建设示范项目和出资模式选择, 通过

影响代理人的感知行为控制、 态度和社会压力, 对屋顶分布式光伏的采纳扩散产生显著的

影响。 其中, 光伏企业出资模式选择对屋顶分布式光伏采纳影响最大。 进一步地, 通过比

较不同商业模式下的建筑代理人收益, 发现 “全额出资” 模式与租赁模式相比更有利于促

进屋顶分布式光伏采纳。 最后, 提出了鼓励 “全额出资” 模式以及扩大光伏安装示范项目

比例等促进屋顶分布式光伏采纳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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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屋顶分布式光伏具有距离能源消费中心近、 可利用资源广泛、 投资成本相对较低等优点, 因此

成为低碳能源系统构建中受到广泛青睐的一种低碳能源。 但是, 中国屋顶分布式光伏发电在大多数

城市目前仅开发了不到 1%的潜力 (Zhang Z. et al. , 2023)。 在 “退补” 背景下, 如何促进屋顶分

布式光伏的采纳及扩散, 提高屋顶分布式光伏的装机容量及发电量使其发展潜力转变为现实的电力

供应能力, 是一个需要研究解决的重要问题。
已有研究表明, 受教育程度与分布式光伏的采纳呈正相关关系 (Dharshing S. , 2017), 并且对

环境的关注是采纳分布式光伏的决定因素 (Schelly C. , 2014)。 此外, 光伏板外观对光伏采纳的影

响已达成共识: 分布式光伏外观不佳会阻碍光伏的采纳 (Faiers A. et al. , 2007), 人们通常愿意为

美丽支付更高的价格 (Petrovich B. et al. , 2019)。 随着研究的深入, 学者还发现财务因素可能不再

是光伏扩散的主要驱动力 (Karneyeva Y. et al. , 2017), 社会影响因素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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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获取成本发挥着关键影响作用 (Rai V. et al. , 2016), 同时, 同伴效应 (Petrovich B. et al. ,
2019) 能够促进信息传播, 进而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

分布式光伏的采纳与扩散过程也是创新扩散行为的一个具体体现。 多主体代理模型 (Agent
Based Model, ABM) 广泛用于分析公共政策仿真及各类激励机制下新兴技术的采纳及扩散 (丁超

等, 2021)。 最初, 基于 ABM 分析分布式光伏采纳与扩散仅考虑了财务激励单一度量指标 (Zhang
H. et al. , 2016); 随后, 建筑代理人 (光伏安装的决策主体) 态度 (Zhao J. et al. , 2011)、 环境因

素 (Alyousef A. et al. , 2017) 也被纳入模型之中; 最终, 计划行为理论整合了上述所有元素, 可以

较为全面地衡量不同激励机制下光伏采纳及扩散决策行为 (Schiera D. S. et al. , 2019)。 推动分布

式光伏采纳及扩散是一个多主体参与、 多层次决策、 多网络联系的复杂系统问题, 其涉及自然人主

体、 法人单位主体、 光伏企业主体等多主体互动, 对分布式光伏采纳及扩散问题的已有研究, 一方

面在考虑建筑代理人之间观点的相互影响时, 未充分考虑建筑代理人采纳后对光伏的重新评价与反

馈将影响其他建筑代理人的行为, 而根据实际调研发现由于屋顶分布式光伏推广时存在夸张话术、
早期光伏技术不达标等原因, 导致屋顶分布式光伏的实际发电能力与预期严重不符, 这将直接影响

建筑代理人对屋顶分布式光伏的采纳意愿; 另一方面, 主要将 ABM 中的建筑代理人描述为个人、
家庭或建筑, 研究中仅考虑了需求侧消费者之间采纳与扩散互动, 但是忽略了卖家即光伏企业和消

费者的互动, 而充分考虑各类主体的有限理性互动是建立有效的分布式光伏利用激励机制的重要

基础。
综上, 与已有研究相比, 本文创新之处是: 第一, 基于 ABM 分析建筑代理人是否采纳屋顶分

布式光伏的决策过程中, 模型结构方面引入了动态反馈机制、 代理人与企业交互模式以及政府信息

干预强度。 动态反馈机制方面, 设定上一期代理人反馈的结果将影响下一期其他代理人的认知与决

策; 通过引入代理人与企业之间的交互机制, 投资回收期将根据建筑代理人选择不同出资模式而动

态变化, 突破了传统仅假设单一回收期的局限; 政府信息干预强度的表征则可以使代理人决策能够

实时响应政策变化。 上述机制加深了对微观主体行为特征的认知, 有利于揭示市场微观主体的动态

演变特征, 并可以更准确地刻画建筑代理人对不同激励机制的响应特征。 第二, 现有研究已经从成

本 (Petrovich B. et al. , 2019)、 产品美学 (Petrovich B. et al. , 2019)、 企业宣传 (Palm J. et al. ,
2018)、 企业集聚 (Schaffer A. J. et al. , 2015) 等角度分析了光伏企业对分布式光伏采纳及扩散的

影响, 但是没有研究光伏企业与建筑代理人出资模式选择的不同对分布式光伏发展带来影响的差

异; 本研究比较了 “全额出资” 与 “屋顶租赁” 两种商业模式下的建筑代理人收入与成本, 探究

了哪种商业模式更具有发展潜力, 可以为促进屋顶分布式光伏发展的商业模式选择提供决策参考。

二、 基于 ABM 的分布式光伏采纳及扩散模型构建

(一) 分布式光伏发电的决策主体交互行为模型

分布式光伏主要有两种商业模式: 一是光伏企业采取屋顶租赁模式; 二是建筑代理人自行出资

模式。 本文对建筑代理人 (包括光伏采纳者和未采纳光伏者) 及光伏企业有关人员进行了访谈①,
以确定 ABM 构建的基础元素, 包括分布式光伏采纳决策过程、 ABM 的环境等。 访谈主要涉及五方

面内容: 一是受访者的性别、 年龄等社会信息; 二是受访者接触、 认识屋顶分布式光伏的契机;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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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对光伏采纳及扩散行为相关人员进行了一对一访谈, 其中, 光伏采纳者 47 人 (包括养老院经理、 商用大厦物业、 办公楼

物业、 住宅小区物业、 住宅小区居委会、 住宅小区居民、 自建房居民、 工厂厂长等不同类型建筑户主), 未采纳光伏者 15 人 (包
括住宅居民、 自建房居民、 小微企业经理) 以及光伏企业员工 2 人, 这 2 人分别来自采取屋顶租赁模式的光伏企业和采取建筑所有

人 / 承包人自行出资模式的光伏企业。 由于光伏企业一般仅有上述两种出资模式, 而出资模式特征在业界属于常识, 因此对于文章

中重点讨论的全额出资和屋顶租赁两种典型模式各选择访谈一名专业人员。



是采纳或不采纳屋顶分布式光伏的思考过程, 包括光伏装机容量、 收益情况、 是否后悔等; 四是受

访者对屋顶分布式光伏有关政策、 发电能力等决策信息的了解程度; 五是受访者的消费习惯及投资

风险偏好 (王晓珍等, 2019)。
1. 建筑代理人是否安装分布式光伏的决策模型

建筑代理人考虑是否安装分布式光伏的决策过程包括: 首先, 形成安装分布式光伏的想法; 其

次, 了解投资回收期、 运维成本等信息; 最后, 做出决策。 该过程可基于计划行为理论进行刻画,
在已有研究 (Schiera D. S. et al. , 2019) 基础上将影响代理人观点的光伏采纳后的 “反馈”、 代表

政府倡导行为力度的 “政府信息干预” 以及改变光伏投资回收期的 “代理人与企业交互” 模式加

入决策模型 (见图 1)。

图 1　 建筑代理人是否安装屋顶分布式光伏的决策模型

2. 建筑代理人与光伏企业在安装分布式光伏中的交互关系

对建筑代理人而言, “屋顶租赁” 型企业及 “全额出资” 型企业随机出现, 以模拟光伏企业业

务员的推广行为。 基于调研获得的信息是: 屋顶租赁模式下, 光伏企业向建筑代理人租赁屋顶, 租

赁价格为每年固定支付, 租期为 15 年。 15 年内, 屋顶分布式光伏发电收益归光伏企业所有。 15 年

后, 光伏发电收益全部归建筑代理人所有。 全额出资模式下, 光伏企业仅提供安装及运维服务, 全

部发电收益归建筑代理人所有。
(二) 计划行为理论框架下的分布式光伏采纳机制

根据计划行为理论, 确定采纳屋顶分布式光伏的意图 bi [见公式 (1)], att、 sn 与 pbc 分别表

示对屋顶分布式光伏采纳行为的态度、 主观规范及感知行为控制, Watt、 Wsn、 Wpbc分别表示这三者

在意图形成中的权重。

bi = Watt × att + Wsn × sn + Wpbc × pbc (1)

最终, 建筑代理人会采取的行动 b 建筑代理人 i 的意图 bi 与实际控制 att 构成 [见公式 (2)],
Wbi是公式 (1) 计算的行为意图在最终行为中所占权重, Watt是实际行为控制所占权重。 由于实际

行为控制难以估计, 因此通常以感知行为控制 pbc 衡量 (Schiera D. S. et al. , 2019)。 此外, 由于

中国光伏补贴政策退坡时, 引起了大规模抢装行为, 因此, 使用 pbc 和 bi 可以预测行为 b。

b = Wbi × bi + Wpbc′ × pbc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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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用阈值 ρ 可反映采纳分布式光伏技术满足建筑代理人偏好的程度 (Alderete Peralta A. et al. ,
2022)。 因此, 本文使用 ρ 表示决策者作出决策阶段的意愿见公式 (3), 若意愿 b 高于阈值 p, 则建

筑代理人采纳屋顶分布式光伏; 反之, 则不采纳。

b ≥ ρ (3)

由于个体因素、 社会因素和信息共同促成信念的形成, 而这些信念又以对行为的态度、 主观规

范和感知行为控制为基础, 因此, 下文对分布式光伏采纳的态度、 主观行为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的

模型构建进行阐述。
1. 影响屋顶分布式光伏采纳的因素———代理人对屋顶分布式光伏的态度

基于已有光伏采纳相关的研究 (Caprioli C. et al. , 2020), 从对屋顶光伏的观点、 环境意识及

创新意识这三种不同的信念来构建代理人的态度, 共同形成代理人对屋顶分布式光伏的态度 [见公

式 (4)]。 其中, opistd、 awenv、 innstd分别为对屋顶光伏的观点、 环境意识及创新意识, Wopi、 Waw、
Winn分别为这三者在形成态度中的权重。

att = Wopi × opistd + Waw × awenv + Winn × innstd (4)

组成态度的第一项因素: 建筑代理人对屋顶分布式光伏观点的变化, 遵循 “相对一致意见理

论” (Relative Agreement, RA)。 在 RA 中, 观点由基本态度 x 和不确定性 μ 表述。 在本文中, 对每

个建筑代理人的观点进行区间标准化处理 [见公式 (5)]; 通常, 已经采纳屋顶分布式光伏的建筑

代理人对光伏的观点 (Caprioli C. et al. , 2020) 满足 x≥0. 8, u = 0. 1, 然而由于推广过程中存在夸

大宣传以及早期光伏技术不达标等问题, 屋顶分布式光伏的实际发电能力与预期相去甚远, 甚至只

有宣传效果的 20% 。 因此本文引入 “反馈” 变量 result, 定义屋顶分布式光伏采纳后对光伏的重新

评价与反馈, 若 result 取 1, 表示光伏技术成熟, 光伏发电能力与预期一致, 建筑代理人喜爱光伏;
若 result 取 - 1, 表示建筑代理人厌恶光伏 [见公式 (6)]; 从实地调研情况看, 越早期的分布式光

伏满意程度越低, 越靠近 2021 年建成的光伏满意程度越高, 本研究假设 result 遵循技术发展的 S 型

曲线 (Denholm P. et al. , 2008)。 S 型曲线已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科学规律的探索, 比如, Cowley T.
et al. (2025) 针对区域供热网络技术采纳及扩散的研究中, 就采取了 S 型曲线刻画代理人对于新

技术的态度。 因此, 本文假设 “反馈” 变量也遵循 S 型曲线, 即在光伏技术发展初期, 由于信息渠

道有限、 社会关注度低, 且早期推广过程中存在夸大宣传以及早期光伏技术不达标等问题, 代理人

对光伏满意程度较低。 但随着政策推广、 光伏市场日趋规范、 技术成熟度逐步提高, 更多代理人开

始认识并尝试该技术, 其对光伏的认知与满意度开始上升; 最后, 公众认知与态度增长速度放缓并

趋于稳定。 因此 result 取 1 的概率应为随时间增加的函数, a、 b 用于描述 S 型曲线的形态, 这两者

取值将于仿真中依据实际数据进行调节 [见公式 (7)]。

opistd =
x - xmin

xmax - xmin

(5)

xt = xt-1 × result,result = - 1,1 (6)

p( result = - 1) = 1
1 + at+b (7)

组成态度的第二项因素: 环境意识, 代表一个建筑代理人在采取可持续的环境行动方面的自觉

性和主动性的程度 (Mokha A. K. , 2018)。 环境意识介于 0 和 1 之间, 值越高越有环境意识

(Nuñez-Jimenez A. et al. , 2020)。 环境意识也被定义为随机分布, 与建筑代理人的其他特征没有任

何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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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态度的第三项因素: 建筑代理人的创新水平代表了建筑代理人对创新的倾向性。 这个静态

变量取决于许多特征, 如生活方式、 习惯和个性, 因此在本文提出的模型中, 它根据建筑代理人的

社会角色分配 (Schiera D. S. et al. , 2019)。 创新值在 1 到 5 范围变化, 值越高越有创新能力。 创

新水平与观点类似, 在最终计算态度之前将进行区间标准化处理。
2. 影响屋顶分布式光伏采纳的因素———主观行为规范

主观行为规范也称为感知的社会压力 (Subjective Norm, SN), 表示建筑代理人受到对他们重

要的人的影响, 如家人、 朋友及地理意义上周围的人。
在主观行为规范的计算中, 分布式光伏的采纳考虑了人际交往压力 (由朋友、 家人、 邻居等产

生) (Caprioli C. et al. , 2020) 以及社会压力 (由政府鼓励光伏发展产生)。 主观行为规范为这两类

压力的加权之和, 如公式 (8) 所示:

sni = Wsocial × (Wsplink × splink + Wspdistrict × spdistrict) + Wgov × spgov (8)

一般而言, 朋友对建筑代理人的影响 splink强于邻居的影响 spdistrict, 因此, 朋友影响权重 Wsplink设

定大于邻居的权重 Wspdistrict。 splink和 spdistrict均基于朋友社交网络和物理邻近网络 (Sekara V. et al. ,
2016) 中态度的平均值计算, 其中 n1 与 n2 分别为朋友与邻居数量, 计算方法如公式 (9) —公式

(11) 所示:

spij = atti × 1 -

ui

uj
- 0. 05

20 - 0. 05 × (atti - att j)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9)

splink = 1
n1

× ∑
n

j = 1
spij (10)

spdistrict = 1
n2

× ∑
n

j = 1
spij (11)

其中, spij为代理人 j 对代理人 i 产生的影响, 该值以公式 (9) 计算, 式中 20 和 0. 05 分别是在

0 和 1 之间建立影响率的最大值及最小值, 该算法遵循 RA 理论。 当代理人 j 属于代理人 i 的朋友

时, 遵循公式 (10) 计算社会压力; 当代理人 j 属于代理人 i 的邻居时, 遵循公式 (11) 计算社会

压力 (Alyousef A. et al. , 2017)。
3. 影响屋顶分布式光伏采纳的因素———感知行为控制

感知行为控制可通过屋顶分布式光伏的投资回收期及建筑代理人财富情况 [见公式 (12)] 进

行量化计算 (Caprioli C. et al. , 2020):

pbci = Wpfi × pfi + Wifi × i fi (12)

其中, pfi是标准化的屋顶分布式光伏的投资回收期, ifi是标准化后建筑代理人 i 的财富情况。
Wpfi及Wifi分别指代投资回报及财富的权重。

本研究用获取的房价情况表征光伏采纳者的财富情况信息。 房价因素一方面决定了屋顶分布式光

伏的机会成本, 房价越高对户主而言屋顶的休闲娱乐、 绿化等非经济效用更大, 对闲暇等需求越高越

不利于屋顶分布式光伏采纳; 另一方面高房价地区的居民往往为高收入阶层, 消费及投资能力较强,
能承担较高的光伏初期建设成本。 以公式 (13) 计算 ifi, houseprice 为房价数据, housepricei 为 i 处的

房价:

ifi = housepricei - min houseprice
max houseprice - min houseprice( )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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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地调研中发现, 光伏推销员通常以项目的投资回收期, 而非投资回报率向客户介绍分布式

光伏。 同样地, 光伏采纳者通常以 “几年回本” 这样的说法向本研究描述分布式光伏的盈利能力。
归一化后的投资回收期如公式 (14) —公式 (16) 表示:

pfi =
ppmax - pp

ppmax - ppmin
(14)

npv = - I + ∑
n

y = 0

R(y)
(1 + r) y (15)

npv ≥0 → y = pp (16)

公式 (14) 为计算归一化后的投资回收期, 公式 (15) 及公式 (16) 为投资回收期 pp 的计算

过程: y 为屋顶分布式光伏采纳时长, r 为贴现率, I 为初始投资成本, R (y) 为采纳屋顶分布式光

伏的年收益。 其中, 建筑代理人与光伏企业合作模式决定了 I 与 R (y) 的计算。
屋顶租赁模式中, 建筑代理人收益为屋顶租金, 成本为屋顶使用的机会成本。 建筑代理人对屋

顶分布式光伏的初始投资 I 为机会成本 OpportunityCost [见公式 (17)]; 年收益为屋顶租金 [见公

式 (18)]。

I = OpportunityCost (17)

R(y) = rent (18)

在全额出资模式中, 建筑代理人自费安装屋顶光伏, 光伏企业仅提供安装与后续运维支持。 建

筑代理人的初始投资成本如公式 (19) 所示:

I(y) = 1
10 × α × S × CPV × (1 + rPV) t (19)

其中, 1 / 10 为光伏面积与装机容量的转换率①, α 为屋顶利用率, S 为屋顶面积, CPV为单位投

资成本, (1 + rPV) t为单位投资成本随时间 t 以速率rPV变化。 建筑代理人全额出资模式中, 其收益如

公式 (20) 所示:

R(y) = 1
10 × α × h × S(P + subsidy) - CO&M (1 + rO&M) t (20)

其中, h 为年利用小时数, P 为光伏电价, 若光伏为 “全部自用” 模式, 该价格为自用电价,
节约的电费视为收益; 若光伏上网模式为 “自发自用、 余电上网” 模式, 那么该电价由自用电价格

及当地脱硫燃煤标杆上网电价共同构成; 若光伏上网模式为 “全额上网”, 则该电价为当地脱硫燃

煤标杆上网电价。 subsidy 为政府补贴, 补贴品类及额度各地区不尽相同。 CO&M 为年运维成本,
(1 + rO&M) t表示单位投资成本随着时间 t 以速率rO&M变化。

(三) 考虑网络结构效应的分布式光伏扩散路径及方式

1. 扩散路径: 小世界网络与物理邻近网络

小世界网络很好地映射了人与人之间存在的真实关系网络 (王璐等, 2022), 因此, 本研究的

分布式光伏采纳及扩散模型中采纳的社会网络赋予小世界属性。 此外, 已有研究表明分布式光伏的

分布具有显著的空间同伴效应 (梅应丹等, 2022)。 因此, 本研究将邻居作为社会压力的一个来源。
邻居的计算分为三个步骤。 首先, 计算建筑的中心位置。 以建筑平面图的质心作为建筑的中心位

置, 计算仿真范围内所有建筑的中心点。 其次, 计算所有建筑中心点与其他所有建筑的距离。 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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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根据实际情况, 选取合适的距离长度, 将范围内的所有建筑作为邻居。 通过物理邻近网络, 接

收邻居对代理人观点的影响。
2. 观点相互影响程度

人际交往会产生社会中的多元观点, 意见动力学模型通常用于描述观点的形成 (Deffuant G. et
al. , 2000)。 在意见动力学模型中, 社会行为者会根据社会影响或自己的经验对意见进行修正。 本

文将分布式光伏采纳的观点扩散视为时间上的连续变量, 可影响个体的最终行为。 在本模型中, 分

布式光伏的口碑演变直接影响行为态度和社会规范。 运用文献 (Deffuant G. et al. , 2000) 提出的连

续意见动力学模型, 观点的扩散方式遵循 RA 算法, 观点 x 在 - 1 到 1 范围变化, 不确定性 u 在 0 到

2 范围变化, 如图 2 所示。

图 2　 基于 “相对一致意见” 的个体 i 对个体 j 的影响

在图 2 中, 个体 i 与个体 j 的重叠部分代表 i 与 j 的相似程度, 以一致性 hij = min (xi + ui, x j +
u j) - max (xi - ui, x j - u j) 表示, 此时, 非重叠部分的宽度为 2 ui - hij。 重叠部分减去非重叠部分

构成了协议长度: 2 (hij - ui)。 相对一致性是一致性除以段 S 的长度: hij / ui - 1。
若 hij > ui, 则通过个体 i 的交互作用, 个体 j 的观点及不确定性的修改与有界置信区间的修改

非常类似, 只是需要乘以相对一致性, 如公式 (21) 所示。

x′j = x j + μ hij

ui
- 1( )(xi - x j)

u′
j = uj + μ hij

ui
- 1( )(ui - uj)

(21)

其中, μ 是一个常数参数, 决定了相对一致意见趋同的速度, 通常取值为 0. 5 (Deffuant G. et
al. , 2000)。 hij表示个体 i 与个体 j 观点一样的部分, x′

j 表示个体 j 受到个体 i 影响之后的新观点, u′
j

表示个体 j 受到个体 i 影响之后新观点的不确定性。
若 hij≤ui, 则个体 i 对个体 j 没有影响, 个体的观点不会使个体 j 的观点发生变化。

三、 仿真计算与模型校准

仿真计算中的建筑信息与地理位置数据来自 《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 北京市发

改委公布的 2016—2021 年底光伏并网装机容量等数据; 建筑代理人对分布式光伏采纳的态度、 小

世界网络链接的朋友数量、 物理邻近网络链接的邻居数量、 政府信息干预强度、 代理人的财富能力

等数据通过文献调研、 实地调研、 图像识别结果及公开数据库获得①。 房价数据从链家、 我爱我家

等房地产交易平台中以爬虫方式获取。 对于数据缺失的建筑, 在 Arcmap 软件中对点数据形式的房

价数据进行克里金插值, 得到所有建筑的房价数据 housepr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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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电价会导致代理人采纳光伏的投资回收期不同。 按照建筑类型不同, 自发自用模式中代理

人的收益部分来自节约的电费, 电价数据为北京市居民电价、 一般工商业电价、 大工业的用电价格

(执行峰谷差价的取峰段与平段的按时间比例的加权平均数) (见表 1), 其中, 一般工商业与大工

业电价具体分为城区电价与郊区电价, 城区包括老城区东西城和次新的朝阳区、 海淀区、 丰台区、
石景山区, 其余为郊区。

表 1　 电力上网价格参数

价格分类(单位:元 / 千瓦时)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居民电价 0. 4883 0. 4883 0. 4883 0. 4883 0. 4883 0. 4883
城区一般工商业电价 1. 1374 1. 1374 1. 1374 1. 0476 1. 0476 1. 0302

城区大工业电价 0. 8497 0. 8317 0. 8317 0. 8317 0. 8317 0. 986
郊区一般工商业电价 1. 1374 1. 1274 1. 1274 1. 0034 1. 0034 0. 7893

郊区大工业电价 0. 8497 0. 8217 0. 8217 0. 8217 0. 8217 0. 7793
脱硫燃煤机组标杆上网电价 0. 3515 0. 3598 0. 3598 0. 3598 0. 3598 0. 3598
一般项目租金(元 / 千瓦 / 年) 15. 0000 15. 0000 15. 0000 15. 0000 15. 0000 15. 0000

装机补贴项目租金(元 / 千瓦 / 年) 15. 0000 15. 0000 15. 0000 15. 0000 16. 0000 16. 0000

　 　 注: 根据国家发改委、 北京市发改委及北京市各区发改委公开文件整理所得。

北京市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可以同时享受国家级、 北京市级与各行政区级的补贴。 国家层面以

度电补贴为主, 并在 2020 年大幅退补; 北京市在承接国家补贴基础上对执行居民电价的非居民用

户的度电补贴提高至 0. 4 元; 区级项目则采取初始投资补贴与度电补贴结合的模式, 具体补贴额汇

总于表 2。

表 2　 北京市屋顶分布式光伏项目补贴汇总

补贴分类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国家度电补贴(元 / 千瓦时) 0. 42 0. 42 0. 37 0. 32
户用:0. 08

工商业:0. 05
户用:0. 08

工商业:0. 00

北京市常规项目补贴(元 / 千瓦

时)
0. 30 0. 30 0. 30 0. 30 0. 30 0. 30

北京市执行居民电价的非居民用

户补贴(元 / 千瓦时)
0. 30 0. 30 0. 30 0. 30 0. 40 0. 40

海淀区(元 / 千瓦) 300 300 300
30%投资

额补助

未享受市级补

贴的项目:300
30%投资

额补助

西城区 — — — —
30%投资

额补助

30%投资

额补助

顺义区(对自然人项目的补贴,
元 / 千瓦时)

— 0. 40 0. 40
河西:0. 30
河东:0. 36

与市级一致 与市级一致

顺义区(对法人项目的补贴,元 /
千瓦)

— 300 300
河西:225
河东:270

与市级一致 与市级一致

　 　 注: ①加粗字体表示补贴 20 年, 加下画线表示补贴 5 年, 没有加粗与下画线的为一次性补贴; ②数据来源: 根据国家发改委、
北京市发改委及北京市各区发改委公开文件整理所得。

本研究将建筑物所属价格根据用地类型进行分类, 执行居民电价的为处于教育用地、 居住用地

上的建筑, 取北京市一档居民电价 0. 4883 元 /千瓦时以计算收益下限; 执行一般工商业电价的,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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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商业用地、 旅游景区用地上的建筑; 工业用地、 交通用地等用地建筑执行大工业电价; 对于医

疗卫生设施用地与文化体育用地等无法区分用电类型的项目, 取居民、 工商业以及大工业电价中最

低的居民电价。 上网电价执行北京市脱硫燃煤机组标杆上网电价, 2016 年的脱硫燃煤机组标杆电价

为 0. 3515 元 /千瓦时, 2017—2021 年为 0. 3598 元 /千瓦时。
光伏采纳扩散模型校准包括调整在屋顶分布式光伏采纳意图形成中的权重、 建筑代理人效用

阈值 ρ 的值以及 “反馈” result 中的参数。 对于每位建筑代理人来说, 这三类参数可能不尽相同,
但将参数精细度覆盖至每栋建筑的目标, 以当前的数据统计情况难以达成, 因此本部分根据

2016—2021 年的北京市分布式光伏装机容量对模型进行校准, 调整三类参数值, 以使得本研究的

ABM 可以描述微观建筑代理人到宏观屋顶分布式光伏采纳及扩散的涌现现象。 参数调整的主要步

骤如下:
首先, 通过国内外文献调研设定计划行为理论模型中的初始参数, 发现其他地区研究参数不完

全适用于北京市, 如美国因家庭政治身份 (Mildenberger M. et al. , 2019) 和种族差异 (Sunter D.
A. et al. , 2019) 影响光伏采纳率, 德国绿党地区光伏采纳率更高 (Inhoffen J. et al. , 2019), 因此

各权重取值部分参考现有文献, 部分根据 2016—2021 年的北京市分布式光伏装机容量校准, 如表 3
所示。 其次, 固定各权重参数, 调整效用阈值 ρ, 在进行模型校准过程中发现, 当阈值小于 0. 5 时,
拟合值高于真实值, 过多建筑代理人采纳屋顶分布式光伏, 此时阈值设定偏低; 当阈值大于 0. 6
时, 拟合值低于真实值, 过少建筑代理人采纳屋顶分布式光伏, 因此, 合理阈值 ρ 为 0. 5 至 0. 6。 最

后, 固定效用阈值 ρ, 调整反馈 result 概率参数 a 与 b 观察光伏技术与预期一致的概率变化对装机容量

增速的影响。 仿真模型在 PyCharm 社区版环境进行开发, 使用计算机 CPU 型号为因特尔 i5 - 12600K、
三星 16. 0GB 内存。

表 3　 关键参数及取值

符号 含义(权重) 取值 符号 含义(权重) 取值

Wbi 行为意图 0. 7 Wsplink 朋友压力 0. 7

Wpbc􀆳 实际行为控制 0. 3 Wspdistrict 邻居压力 0. 3

Watt 态度 0. 33 Wgov 政府推动压力 0. 5

Wsn 主观行为规范 0. 33 Wsocial 人际交往压力 0. 5

Wpbc 感知行为控制 0. 33 Wpfi 投资回收期 0. 5

Wopi 对光伏的意见 0. 5 Wifi 财富情况 0. 5

Waw 环境意识 0. 25 a result 增长率 4

Winn 创新意识 0. 25 b result 后置量 - 3

　 　

表 3 中关键参数取值的理由是: (1) 在实际调研中发现强烈的安装意愿是光伏采纳行为的主要

驱动力, 若代理人没有采纳光伏的意图, 即使补贴等外部政策环境再优越也难以使其安装光伏, 实

际行为控制则衡量了意图转化为行为的可能性, 基于该发现参考了 Schiera D. S. et al. (2019) 的

研究对行为意图权重 Wbi 和实际行为控制权重 Wpbc􀆳 取值为 0. 7 和 0. 3, 并遵从 Caprioli C. et al.
(2020) 假设态度 Watt、 主观行为规范 Wsn、 感知行为控制 Wpbc具有相同的权重。 (2) 由于缺乏实

证以及文献支撑, 初始设计对光伏的意见 Wopi、 环境意识 Waw以及创新意识 Winn这三个权重相等,
但在校准过程中发现对光伏的意见 Wopi权重变动对于模型校准效果影响更大, 这主要是因为模型核

心刻画的是光伏采纳行为, 因此对于对屋顶分布式光伏的固有观点意见占主导地位, 而环境意识和

创新意识作为间接动机, 相对于对光伏的意见不占主导地位, 最终通过模型校准将这三类权重设置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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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5、 0. 25 与 0. 25。 (3) 朋友对代理人的影响大于邻居对代理人的影响, 因此参考文献 Caprioli C. et
al. (2020), 将朋友与邻居的权重 Wsplink和Wspdistrict分别设定为 0. 7 与 0. 3。 在缺乏实证数据明确表明哪

一种压力对于代理人更重要的情况下, 假设政策环境与社会互动对个体决策影响大致相当, 从而避免

人为偏差, 因此政府推动压力 Wsocia及人际交往压力 Wgov权重均设定为 0. 5。 (4) Caprioli C. et al.
(2020) 的研究表明, 投资回收期 Wpfi与财富情况 Wifi在建筑代理人感知行为控制过程的起到同样重

要的作用, 因此这两个权重均取 0. 5。 (5) 在确定了前述权重基础上, 对 a 与 b 取整排列组合, 通

过模型校准发现 a 为 4、 b 为 - 3 时校准效果最佳。
建筑代理人的朋友由小世界网络生成, 小世界网络的主要参数取节点 N 设定为 57 万栋建筑,

即 57 万个代理人, 反映了网络中的所有节点数量。 根据 “六度分隔” 理论, 将每个人的朋友定义

为 6 位, 因此聚合系数 K 取 6。 并根据课题组前期对北京市屋顶光伏识别工作中的屋顶分布式光伏

用户距离, 将邻居定义为距离 100 米内的建筑。
出于仿真结论的可靠性和普遍性考虑, 在同一参数设置下, 重复 10 次仿真, 形成平均拟合数

据, 最终平均拟合值如图 3 所示, 将仿真拟合值与北京市 2016—2021 年分布式光伏项目审批容量、
《中国电力统计年鉴》 2022 版中公布的北京市分布式光伏装机容量进行对比, 本研究拟合误差为

6% , 具有可靠性。

图 3　 北京市屋顶分布式光伏装机容量仿真计算的模型校准效果

四、 不同激励机制下的北京市屋顶光伏采纳扩散结果及分析

屋顶分布式光伏能够在土地稀缺且相对昂贵的人口稠密地区大规模部署, 可以提高北京市这种

超大城市的本地可再生能源比例, 减轻对跨省输电的依赖。 本部分利用前面建立的分布式光伏采纳

及扩散模型, 对不同激励机制下北京市屋顶分布式光伏装机容量进行仿真预测, 分析各类激励机制

对北京市在 2025 年实现 “十四五” 能源规划阶段性目标的影响差异。
(一) 基准情景下的结果分析

基准情景下, 既定政策保持不变, 仿真结果如图 4 所示。 此情景下, 2025 年北京市屋顶分布式

光伏累计装机容量约为 129 万千瓦, 年发电量约为 15. 61 亿千瓦时, 其中自用电量约为 10. 93 亿千

瓦时, 上网电量可达 4. 68 亿千瓦时。
从政策实施成本来看, 补贴年限不同会直接影响补贴政策实施的成本。 在基准情景下, 政府在

2022—2025 年的财政支出不仅涵盖了同期新建的分布式光伏项目, 还包括 2018—2021 年项目的存

续补贴。 按补贴总年限为 5 年计算, 2018 年投运的项目在 2022 年仍有 1 年补贴期, 同理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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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基准情景下未来北京市屋顶分布式光伏装机容量及发电量

数据来源: 根据 《北京市 “十四五” 时期能源发展规划》、 国家能源局公开

数据整理所得。

2021 年投运的项目在 2022—2025 年分别还有 2—4 年的补贴期; 而 2022—2025 年新建项目, 其补

贴期截至 2025 年时分别剩余 4 年、 3 年、 2 年和 1 年。 根据 “一般项目” 及 “享受居民电价的非居

民项目” 两类项目比例不同, 北京市政府在 2022—2025 年需投入的补贴总金额为 6—8 亿元①, 按

照 《北京市 “十四五” 时期能源发展规划》 规定, 以 2020 年为基期, “到 2025 年, 全市整区屋顶

分布式光伏试点新增光伏发电装机 120 万千瓦”, 即至 2025 年累计装机 176 万千瓦。 因此, 基准情

景下无法达到北京市屋顶分布式光伏发展目标。
(二) 北京市度电补贴提高的激励效果

财政补贴可以直接提高分布式光伏的收益, 缩短投资回收期, 从而提高建筑代理人的感知行为

控制能力, 促成代理人对分布式光伏的采纳。 本研究参考周燕和潘遥 (2019) 的做法, 使用分位数

法将财政补贴设置为提高 0. 1 元 /千瓦时、 0. 2 元 /千瓦时、 0. 3 元 /千瓦三种情况进行仿真模拟, 仿

真结果如图 5 所示。

图 5　 不同财政补贴额下北京市屋顶分布式光伏装机容量

表 4 展示了不同度电补贴下的财政补贴总额支出。 在度电补贴情景下, 即使补贴提高 0. 3 元 /
千瓦时, 财政支出将近 10 亿元仍无法达到 2025 年分布式光伏发展目标, 原因是国家补贴退坡造成

的影响无法通过市级补贴对冲。 2019 年以前, 国家补贴力度大, 每千瓦时最低补贴 0. 37 元, 且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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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文中表 2 所示补贴政策, 通过区分不同区域的补贴政策、 建筑主体类型, 计算已有装机容量及 2022—2025 年新增装

机容量, 并将每栋建筑的补贴额进行累加, 得出该补贴总额。



续时间达二十年, 2021 年起取消了工商业分布式光伏的度电补贴, 户用分布式光伏补贴也锐减至

0. 08 元 /千瓦时, 而北京市的补贴政策为连续五年以 0. 3 元 /千瓦时补贴分布式光伏发电量。 因此,
即使北京市五年的度电补贴额度提高一倍, 仍难以抵消二十年国家度电补贴退坡造成的新增分布式

光伏装机容量下降。

表 4　 2025 年屋顶分布式光伏装机容量及财政补贴总额 (度电补贴模式)

度电补贴提高额度

(元 / 千瓦时)
2025 年装机容量

(万千瓦)
2022—2025 年财政补贴总额

(亿元)

0. 00 108. 02 6. 00—8. 00

0. 10 109. 24 6. 29—8. 38

0. 20 121. 67 7. 03—9. 38

0. 30 128. 58 7. 84—10. 45

　 　

(三) 建设分布式光伏示范项目的激励效果

本部分模拟在 2022 年建设不同数量的分布式光伏项目试点, 通过试点项目带动的模式, 完成

2025 年北京市分布式光伏发展目标。 研究首先通过分位数法 (周燕和潘遥, 2019) 设置 2022 年建

设 1 万、 2 万、 3 万、 4 万、 5 万栋建筑采纳屋顶分布式光伏, 当明确范围后, 通过二分法寻求达到

分布式光伏发展目标的临界值, 结果如图 6 所示。 研究发现, 当 2022 年在 33000—35000 栋建筑建

设屋顶分布式光伏示范项目时, 通过屋顶分布式光伏的扩散现象, 可以在 2025 年达到北京市分布

式光伏发展目标。

图 6　 不同示范项目规模下北京市屋顶分布式光伏装机容量

(四) 光伏企业出资模式不同对光伏采纳及扩散的影响

本部分区分 “屋顶租赁” 模式、 “全额出资” 模式以及两种模式共存的混合模式, 分别拟合了

北京市屋顶分布式光伏在 2020—2060 年装机容量变化 (见图 7)。
图 7 显示, 采取 “全额出资” 方式的分布式光伏装机容量增长迅速, 在基期条件没有发生变化

时, 即可达到 2025 年光伏发展目标。 而仅采取 “屋顶租赁” 模式时, 分布式光伏长期维持在装机

容量较低的水平。 可能的原因是, 当分布式光伏投资回收期可预期时, “屋顶租赁” 及 “全额出

资” 模式的本质, 是分布式光伏发电收益在光伏企业或者建筑代理人中的分配问题。 “屋顶租赁”
模式下光伏企业享有大部分收益, “全额出资” 模式中建筑代理人占据大部分收益。 因此, “屋顶租

赁” 模式降低了建筑代理人采纳分布式光伏的意愿, 相对不利于分布式光伏的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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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不同交互方式下北京市屋顶分布式光伏装机容量

五、 结语

分布式光伏利用是促进城市能源转型的重要手段, 中国分布式光伏已步入快速发展阶段, 近 3
年并网容量年均增长速度达到 47. 68% , 然而其潜力还未得到充分开发 (Zhang Z. et al. , 2023)。
尤其是在国家财政 “退补” 背景下, 亟须设计合理的激励分布式光伏发展的机制。

针对当前关于分布式光伏激励机制研究中忽视光伏企业与消费者互动的问题, 本文整合了 ABM
和计划行为理论模型, 考虑了 “反馈” “政府信息干预” “企业与代理人交互” 因素, 基于此构建

了分布式光伏采纳及扩散模型; 基于该模型, 并以北京市为例, 分析了地方财政补贴上升、 示范项

目建设、 光伏企业出资模式不同等情景下, 北京市分布式光伏的发展情形。 研究发现, 地方政府补

贴、 建设示范项目、 不同出资模式几类激励机制通过感知行为控制、 态度、 社会压力传导影响分布

式光伏的采纳, 其中, 首先是光伏企业出资模式选择对屋顶分布式光伏采纳影响最大, 其次是建设

示范项目、 地方政府补贴。 研究还发现, 只是延续当前北京市分布式光伏激励政策, 则较难实现

2025 年分布式光伏发展目标; 如果采取建设示范试点项目的激励方式, 则可以促使目标达成; 若鼓

励 “全额出资” 模式, 则至 2025 年可超额完成目标, 累计装机可达 232 万千瓦。 本模型是基于

ABM 框架并嵌入计划行为理论以刻画建筑代理人的决策过程, 代理人的核心决策逻辑 (如计划行

为理论框架下的态度、 主观行为规范以及感知行为控制对采纳意愿均有影响) 具有普适性, 但是当

政策环境或研究区域不同时, 需调整基础数据输入及不同参数权重, 基础的数据包括不同地区的建

筑数据、 电价、 补贴政策、 房价等, 而模型内部参数的权重需因地制宜校准, 例如在政策扶持力度

较强的地区, 代理人的经济收益预期明确, 决策中对经济回报周期、 成本收益的权重可能较高; 而

在政策激励不确定性较强的地区, 代理人可能更加注重光伏系统的技术可靠性、 维护成本以及社会

网络中的成功案例等非经济因素, 可在模型中调高态度与主观行为规范的权重并调整小世界网络

参数。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 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 鼓励光伏企业与建筑代理人在政策扶持力度较强、 电价较高的地区以 “全额出资” 模式

签订合约。 若具备类似北京这样较好的政策环境, 可优先采用 “全额出资” 模式。 但与 “屋顶租

赁” 模式相比, “全额出资” 模式所需的初始投资较大, 对经济条件较薄弱的家庭构成一定经济压

力, 因此推广该模式需要配套相应金融优惠政策, 并加强对光伏企业的资质审核与监管, 提高光伏

板安装质量。
第二, 在城市建筑密度较大的地区扩大光伏安装示范项目比例, 优化示范项目布局。 示范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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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的扩大在北京市之所以能够通过网络效应迅速带动周边装机, 是因为依托于高密度建筑环境和

成熟的宣传机制。 本研究显示, 平均每增加一个示范性项目能够增加 0. 3MW 的装机。 因此, 为促

进屋顶分布式光伏发展应适时扩大示范项目的比例。 同时, 由于示范项目主要通过网络结构效应进

行扩散, 可以选取在示范项目选址时考虑多中心布局, 以辐射影响更大范围的居民; 而在农村或电

网负荷薄弱区域则需优先选取具有代表性的行政村或乡镇集体场所作为节点, 并配合当地媒体和村

务组织的推广, 最大化社会传播影响。
第三, 2025 年以后可以考虑取消北京市级分布式光伏发电的财政补贴。 为达到北京市 “十四

五” 能源发展规划中分布式光伏增长目标, 北京市对 2025 年前并网发电主体仍实施补贴①, 但

2025 年后是否继续施行补贴政策仍不明确。 本研究发现, 当取消 2025 年以后的北京市分布式光伏

度电补贴时, 尽管预测装机容量在 2030 年略有下降, 但将时间延伸至 2060 年时, 取消补贴与继续

补贴的装机容量几乎一致。 同时, 若 2025 年以后取消对分布式光伏的市级财政补贴, 每年至少节

约财政支出 6 亿—8 亿元。
需要说明的是, 本文还存在诸多不足: 首先, 本研究基于实地调研与文献回顾尽可能细化建筑

代理人的决策过程, 但示范项目效应仅通过数量模拟, 未体现项目规模、 技术水平等因素的影响,
并且在代理人态度建模时未能刻画接网难度等细节。 在未来研究中, 将通过实地调研、 问卷访谈及

公开资料收集等多种形式, 获取示范项目的装机规模、 技术类型、 运行效率等关键特征, 并将接网

难度这一指标纳入模型中; 其次, 本研究尚未将碳交易市场与绿证交易机制纳入模型。 随着全国碳

交易市场与绿证市场逐步完善, 后续研究可增设相应子模块, 构建分布式光伏项目参与绿证交易与

碳交易的行为逻辑, 可定量评估绿证价格和碳价对光伏发电经济效益的边际影响, 进而分析不同定

价水平下屋顶分布式光伏采纳与扩散的变化, 并基于不同区域的绿证价格与碳价水平开展敏感性分

析, 以揭示碳交易与绿证交易机制对屋顶分布式光伏采纳与扩散的影响机制; 最后, 本文仅考察了

不同政策的激励效果, 探讨何种政策能够更有效促进屋顶分布式光伏的采纳与扩散, 但是缺少对于

不同政策成本效益以及实施路径的比较分析, 未来将通过更广泛的调研进一步对不同政策进行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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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essment of Rooftop Distributed Photovoltaic Adoption and Diffusion
Incentive Mechanisms By Developing Agent-based Mode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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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ooftop distributed PV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widespread and great potential. To investigate
the measures of promoting rooftop distributed PV, this study integrates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and the
multi-agent model, constructs a simulation model of rooftop distributed PV adoption and diffusion,
incorporating the “ feedback” mechanism, “ government information intervention”, and “ enterprise-agent
interaction module” into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to more realistically depict the PV adoption decision-
making and diffusion process. Then the micro-dynamic change of markets can be better captured.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 model constructed in this paper can effectively explain rooftop distributed PV agents􀆳 decision-
making behavior and their response to incentive mechanisms. It is found that different incentive mechanisms,
such as local government subsidies, construction demonstration projects, and choice of funding model, have
relatively significant differential impacts on the diffusion of rooftop distributed PV adoption by influencing
agents􀆳 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 attitudes, and social pressures. Among all the incentive measures, the
choice of PV company􀆳s investment model has the greatest impact on rooftop distributed PV adoption.
Further, by comparing the benefits of building agents under different business models, it is found that the
“ sole investment” model is more conducive to promoting the adoption of rooftop distributed PV than “leasing
roof” model. Finally, policy recommendations to encourage the “sole investment” model and to expand the
proportion of demonstration projects for rooftop PV installation were proposed to promote the adoption rooftop
distributed P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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